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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正在兴起的生态范式，它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

依归，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是翻译研究中一种整体性研究的尝试，也是一种生态范式的科学探索。翻译

研究的生态范式迎合了全球生态思潮，有利于充分汲取“东方生态智慧”，再加上“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以及

“生态理性”的具体指导，目前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新成果(冯全功2019)。当代生态翻译

学的发展具有复杂的研究构成，既有文本维度的研究，又有译者维度的研究，还有译境维度的研究。因此，明

确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审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揭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特征，这些便成

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构建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2.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问题始终是探讨生态翻译研究意义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求解，

不仅表明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自身选择，而且也涉及生态翻译学自身的学术定位和论域关注。事实上，

当代生态翻译学在认识论意义上已把其研究范式定位于“生态范式”，将翻译定位于如下三大核心理念：“翻译

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这三大核心理念本身就是“一种能够在更广泛意义上

被共同体认知和理解接受的、由核心词语构成的话语”(李国俊等2013：30)。按照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
范式理论推而论之，生态范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生态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基本模式，是一整套关

于“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三位一体”的思维结构。它预示了生态翻译学

研究范式具有整体性方法论特征与生态化方法论特征。显然，生态范式不是指翻译研究的某种具体的翻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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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翻译理论，而是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关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是

一种从新生态主义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胡庚申2019a)。
2.1 翻译即文本移植

“翻译即文本移植”的理念表明，文本移植是一个动态的翻译过程，它不仅涉及到文本离开原文生态环境

而转移到译文生态环境的适应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被转移的文本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而获得“再

生”的生存问题。因此，文本移植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环境是互生共存的，文本移植的最终目标就是使文本

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而文本是否获得新的生命力在于文本的“可移植性”(transplant⁃
ability)。可移植性是指文本从原语的翻译生态环境移植到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之后，呈现出相对应的文本生

命，并使之能够生存、承受与适应现有翻译生态环境的能力与潜力。这里的可移植性，可以借用钱钟书的“不

隔”来表达其生态要求与生命特点：“‘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写到浅显易解；原来浅显的写来依然浅显，原

来深沉的写到让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胡涂的也能写得让读者看清楚它的胡涂”(蔡新乐2002：7)。因

此，“翻译即文本移植”就是致力于探寻文本在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之间相应结构与功能的内在移植。从文本

生命来说，将文本移植到新的生态环境之中，就意味着文本生态的选择性适应与重构，也意味着“移植”才是译

语生态得以重构、译语文本得以生存和长存的真正契机。文本移植是文本在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之间的移植

行为，它在移植翻译过程中已经形成多层级的行为系统，涉及移植前的适应选择、移植中的选择适应和移植后

适应生存。具体来说，“移植前”侧重在对拟翻译文本进行适应性选择，以提高适应原文生态结构的可移植性；

“移植中”是将原语生态(包括语言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交际生态等等)匹配到译语生态之中，“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因事而异”地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适应性重构；“移植后”则指被移植文本的生命状态适应了新的翻

译生态环境之后而能够“适者生存”、茁壮生长与生生不息。当然，文本移植活动这三个阶段是相互作用、相互

制约的，有时又是交叉进行的。对移植行为的复杂性分析本身就隐含着对移植行为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视，

移植行为会随着翻译生态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涉及多层级的演化因素；文本

生命在新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诞生与成长是文本移植的内在要求与追求目标。因此，文本移植正是在这种要求

与目标的作用下，才使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翻译生态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为一个多维度的、“生生

不息”的生命演化系统(胡庚申等2019b)。
文本移植是基于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之间的生存状态而运作的，其意旨就是关注被移植文本能够在多元

化环境中“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对“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的追求，其实就是让翻译成为一种朝向未来

的生存，是一种共生互存、和谐统一的生态。这里，文本移植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环境、译者生存之间的演化

与发展，都将文本与译者、译境等各种翻译因素视为一种复杂适应系统；其中，移植行为是伴随着文本生命的

诞生而发展的，它促使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换句话说，文

本移植就是基于文本生命在新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发生动态的移植行为，其行为结果恰如

道金斯(Dawkins 1976：14)所谓的“稳定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table)。这样，文本移植具有如下显著特征：1)生
态长效性，使文本生命在异域中诞生、成长与生生不息；2)适应能力强，使文本生命能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

而“适者生存”“稳定者生存”；3)竞争能力强，表现为被移植文本的多元化生存与译本的“再生”状态，这就使得

文本生命在“自我”与“他者”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可移植性从而在异域中再生与成长。可

见，文本移植是一个跨域境的生态行为，围绕着有关文本生命在跨域境中所表现出的、前述的生态长效性、适

应能力强和竞争能力强等特征，由此便形成一个有机的翻译生态系统，并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和谐性、统一

性、整体性与多样性。

2.2 翻译即适应选择

适应与选择是翻译活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彼此之间又是关联互动的。对于适应与选择的互动来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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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造就了复杂的适应，既需要选择性适应，又需要适应性选择。从根本上说，“适应”的是原文、原语与译语所

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它通过“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使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互动具有

“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的生态效率，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汰弱留强”与“择优求存”的生存能力与生存趋

势。“选择”也并不是针对单一的原语或译语，而是针对包含原语与译语所呈现的整个翻译生态环境，是针对包

含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因此，“翻译即适应选择”表征了适应选

择的优先性存在，表明了翻译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适应选择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适

应与选择构成的，并以持续不断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为策略通向文本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在这个复杂

适应系统的驱动下，翻译既基于适应选择，又源于适应选择。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适应的发生

是通过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影响来实现的。适应的生成机制是译者的选择，而译者选择的结果是适应。在

适应选择过程中，译者的适应不再被简单化，而是被置于动态的翻译生态环境之中，而“译者则是整个复杂系

统中具有能动性和适应性的主体，并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韩红建、蒋跃2017：21)。
在这个复杂适应系统中，任何适应活动与选择活动都是基于具有“活性”与“学习能力”的适应性主体

(Adaptive Agent)——译者，其适应性体现于译者的主体性、积极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等特征。译者既要“适应”，

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又要“选择”，即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译者适应

的目的是实现文本生命的诞生、生长与再生；而译者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让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

境中获得“再生”而生生不息。因此，译者的适应选择就是译者的生存境遇；译者的生存境遇就是接受“适者生

存”法则的考验与检验。因此，“翻译即适应选择”的认知思维方式不是把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看作

是截然不同的分离体，而是以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多元融合为特征构成一个动态的翻译生态系

统。这样，“翻译即适应选择”理念不仅摆脱了传统翻译的语言转换的认识思维方式，建构了以适应选择为阐

释指标的、多维转换的认识思维方式，而且使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获得了新的内涵：译者自身融合于译者生存、

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统一共同体之中而成为具有适应性的主体，即“译者在选择性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

的基础上，由译者自主地做出判断、由译者自主地做出适应性选择”(胡庚申2013：205)。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

作为生态取向和自然生态的一致性，并将其看作是从生态学视角、以适应与选择为核心理念对翻译进行整体

性综观的生态范式。

2.3 翻译即生态平衡

生态翻译学所关注的“翻译即生态平衡”，其翻译取向是生态范式的，其意旨就是保持翻译生态与译者生

存、文本生命之间的平衡和谐，这正应合了“生态学的精髓是整体平衡、和谐共生”(方梦之2011：2)。平衡本质

上就是翻译的一种和谐状态，它内在地包含协调、融通、调和、互补等属性，而和谐则是以翻译过程中译者生

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平衡为其实现形式的。因此，翻译是一种基于“和谐平衡驱动”的多种因素相

互作用而成的生态化活动。这种生态化活动涌现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区域互动，涌现于原

语生态与译语生态之间的区域互动，构成一个由文本、译者和译境共同作用而生成的翻译生态系统。这样，翻

译生态环境在生态范式的驱动下以“能动者”身份出现，更加强调译者、文本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

与和谐共生。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

(戴桂玉、蔡祎2018：93)。
首先，“翻译即生态平衡”强调的是译境对译者与文本的影响。译境不仅积极地影响着译者的适应选择活

动，而且主动地改变文本的生命状态以促使文本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译境对译者与文本的影响和改变并

不是简单性的参与作用，而是整合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为综合因素参与作用，体现了翻译生态环境

对译者生存境遇的提升和文本生命状态的“再生”过程的积极作用。其次，“翻译即生态平衡”强调译者对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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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的影响，即文本生命的生态位建构。生态位建构体现了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积极塑造与建构，借

此实现了译者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存共生。具体而言，生态位反映某一生命体在群落生态系

统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居于生态位的每一个生命体均占有各自的生境空间和营养位置，发挥各自的功能作

用(岳中生2019)。这样，在生态位建构中，译境与译者、文本是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任何一方面的改变就会引

起另一方做出相应的改变，从而达到“翻译即生态平衡”理念所导向的和谐平衡。因此，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

的积极塑造，反映了翻译生态环境在译者的生态位建构中发挥着“能动者”与“参与者”的作用。它不仅影响着

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而且也受到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既体现了“翻译即生态平衡”的

生态范式属性，也体现了翻译生态环境趋向于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正如陈东成(2018：7)所说：“翻译生态环

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创生性、动态性，各要素交相感应、相生相克、生生不息，其理想状态为‘保合太和’。”因

此，只有从生态范式的视角看，翻译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才能被揭示出来，也才能进一步为翻译实践活动的和

谐性、多样性、生态性与多样性提供合理的解释。

3.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

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可以说是发现和解释翻译本质的新研究范式的一种探索，其视域下的翻译本质，

是通过一系列的翻译理念整体性揭示的，已有的翻译理念包括“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

即生态平衡”，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翻译生态系统。诚如其名，这三种翻译理念各有侧重，“翻译即文本移植”要

回答的是“翻译意味着什么”“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是基于“文本生命”的移植活动，强调的是“生命”思维方式；

“翻译即适应选择”要解答的是“谁在做翻译”“怎样做翻译”的问题，是基于“译者生存”的适应选择，其思维方

式的关注点在于“生存”；而“翻译即生态平衡”要追寻的是“翻译应当成为什么”“怎样做好翻译”的问题，是基

于“翻译生态”的整体追求，强调的是“生态”思维方式。基于此，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构成了生态翻

译学研究范式的生命共同体，成为一个三者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生存性结构：文本生命与译

者生存离不开翻译生态，也会反过来影响翻译生态；同时，人们关于文本生命的认识与理解则在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相互作用。基于这个生命共同体，“生”便构成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

的共同内核；而“生”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维度：文本生命之“生”、译者生存之“生”与翻译生态之“生”。这里的

“生”意味着生命、生存与生态的三位一体性，是一种生命性、生存性与生态性的状态或品质，它强调翻译是一

种文本生命在异域中延续、再生的状态，是一种从原文生命的“既济”状态延续到译文生命的“未济”状态，从而

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深层内涵就是“生”，“生”构成了翻译实践

活动的基本法则与典型特性。这样一来，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就是以“生”为视角来考察翻译及其过程与现

象，以“生”为线索对翻译展开研究，它强调“生”既是翻译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翻译研究的归宿。从这个意义上

说，生态翻译学可谓“尚生之道”。

传统翻译研究往往局限于从狭义的翻译过程来探讨“译本是如何产生的”或从既定的翻译结果来考察“译

本是如何被接受的”等问题，往往缺乏对文本生命诞生、延续和发展的整个生成历程的关注与探寻(刘云虹

2018)。事实上，翻译所面对的是动态的、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如果只是通过静态的“文本”来考察复杂的翻

译现象，那么翻译本质就难以得到本真的理解与把握，翻译本身蕴含的“生”(包含诞生、生成、生存、再生)也就

被遮蔽了，其蕴含的生生不息之生命源泉也就丧失了。翻译活动历来就被认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人类活动，

但是，这种复杂性的学科却一直在用简单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所以，其结论往往缺乏解释力和指导性(吕俊

2013)。生态翻译学旗帜鲜明地以“生”取向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探讨，旨在不断地激发译者的主体行为，以

“文”为基、以“人”主行、以“境”酌情，能动地做出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因此，以“生”为出发点，就可以普

遍地延伸至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的三维空间，横跨译本、译者、译境的三重空间，因而翻译是由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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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共同造就的。以“生”为轴心，就可以摆脱仅仅关注“译本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译本

是如何被接受的”单一性问题，促使翻译研究从静态的“文”向动态的“生”转换，既可以显示出对文本生命、译

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考察与探究，又可以显示出生态翻译学对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三生”

关系的总体理解。因此，“生”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内涵的内核，围绕此内核，以新生态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来认识与理解文本的生命特性、译者的生存特性与翻译的生态特性。

简言之，生态翻译学的核心内涵取向于“生”，以“生生”为导向来理解与诠释翻译，是一个以“转生再生、生

生与共”①为典型标志的生态范式研究。

4.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特征

通过上述基于对“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的阐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生态

翻译学研究范式为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有机融合提供一个以“生”为取向的视角来把握翻译本

质，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的诞生、生存、再生与生长。与传统翻译把“文本”作为探讨的出发点不同，生态翻译

学研究范式以其倡导的“生”，作为翻译理解与翻译诠释的认识前提，强调翻译的生命特性、生存特性与生态特

性。随之而来，生态翻译学便呈现出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有机的和谐式共生体、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特征。

4.1 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

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所呈现的多元的、整合的、关联的复杂性方法论，是基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

译生态之上而形成的以“生”取向(life-oriented)的认知方式。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的出现，促使译学界不再拘

泥于简单性的方法论来观察与探究翻译现象与翻译行为。以“生”取向，就是既要考察文本的生命状态，也要

关注译者的生存境遇，还要注重翻译的生态整体，这种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超越了在认识论上“非此即彼”的

单一方法论，也摆脱了二元对立下“有序、分割、理性”的简单性思维模式，对翻译过程中的文本、译者、译境三

大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给予了生命性的、生存性的与生态性的综合考察。因此，生态翻译学的生态

范式是一种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协同作用的生态化研究路径。

作为一种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根源在于翻译实践活动的共生性。翻译主体(译
者)与翻译对象(文本)、翻译生态环境(译境)是一种动态的共生关系。在这种共生的翻译实践关系中，翻译对象

向翻译主体不断展示其生命本性；翻译主体也向翻译对象不断展示其生存本性，而翻译生态环境又向译者生

存与文本生命不断展示其生态整体性，这样一来，译者、文本与译境就需要在共生关系之中相互协调与相互平

衡，从而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可以显见，所谓以“生”为取向，即是把翻译视为一种“生命”“生存”

和“生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认识和理解翻译的生命特性、生存特性与生态特性。可以说，这样的理路为在解

决翻译复杂性问题过程中使用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找到了理据，而对于探索可持续和多元化的研究形式来

说，也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

4.2 有机的和谐式共生体

在翻译学领域里，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表现为译者与文本、译者与译境、文本与译境及其彼此之间相

互作用的关系问题。生态翻译学是以“生”取向来考察翻译的生命性、生存性与生态性，为文本生命、译者生存

与翻译生态三者在一个有机的、和谐共生的系统中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生态范式。这种生态范式不仅可能有

效阐释译者与文本、译境之间的关联互存，而且可能厘清一条贯穿于翻译始终的“生生”“共生”线索。翻译的

“生生”“共生”蕴涵着翻译的多样统一、动态平衡、整体关联以及文本的生命、译者的生存和翻译的生态之间相

互交叉渗透的多层次、多维度、复杂而又整体的动态关系。这样，“生生”“共生”就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视

域下理解翻译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成为把握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一种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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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超越了“语言学转向”视域下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分析，也超越了“文化转向”视域下的

文化语境分析，它把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作为一个有机和谐的共生体，这种和谐模式的共生体是以

生态整体的共生状态展开的，又是以和谐有序的生态化形式发展的。在翻译过程中，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

译生态是互生共存的，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译者与文本、译境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共生形态。这种共生形

态强调的是翻译的“生”，进而体现了文本生命之“生”、译者生存之“生”与翻译生态之“生”。因此，蕴藏在翻译

活动和翻译行为之中的，便是文本生命的有机出现、译者生存的主体出现与翻译生态的整体出现。如此一来，

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便融会贯通了译者与文本、文本与译境、译境与译者，从而使三者

统一于和谐共生的翻译之中。

4.3 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是把翻译视为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三位一体”的和谐共生。和谐共生构

成了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下翻译的本体。和谐共生意味着，翻译生态是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存在的基础和

条件；文本生命并非孤立地存在，需要在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相互作用下才能在异域中获得诞生与再生；译

者生存是以翻译生态为基础而展开对文本生命在异域中诞生与再生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生命、译

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在共生形态中就能和谐地展开其生态化活动，而生态化共生便构成了翻译的一种新的生存

方式，即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和谐共生的生存方式。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共生”构成了生态翻译学

生态范式的生态化实在，这是一种关于共生和谐的生态化实在。由此而来，一种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随着生

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而应运而生，它超越了传统翻译学以文本为本体的简单性思维范式，视文本生命、译者生

存与翻译生态为三位一体的和谐共生，实现译者与文本、译境的生态化融合与共生性统一。

简单性思维范式下的翻译得到的所谓“文本”是静态的、确定的，它不可能是翻译的本来面目，而只能是人

们头脑中直观想象的“文本”实在。这样一来，就人为地制造了文本与译者、译境之间的鸿沟，导致了认识论上

的认知误解。这其实就是语言学派的“文本化”本体论的表现。当语言学派受到西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

影响而将文本当作一个封闭性实体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很快就发现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无法覆盖言语的动态性

和开放性(钱纪芳2016)。自从文化转向和解构主义范式诞生以来，翻译学研究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与翻译本体

渐行渐远，越来越紧密地附着于他体之上(刘性峰2016)。这其实就是文化学派“文化化”本体论所体现出翻译

研究的缺陷。而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吸收语言学路向与文化路向的研究优势，坚持以“共生”为翻译的本

体，以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为基点，确保翻译的本质不是孤立自在的“文本”，而是文本

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体，是译者与文本、译境之间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化过程中生成

的生命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应该不是传统翻译的文本化本体论，而表现出一种

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主张翻译回归“共生”。这里的“共生”，意味着翻译获得了真正的生命活力，意味着翻译

的和谐共生关系已经建立；也就意味着翻译是以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共生关系为基础，建立

了翻译的跨域面联系；翻译的本质也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转换，而是在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间相

互作用中生成的和谐共生性。更为重要的是，翻译的和谐共生也不再是文本、译者与译境之间的外在联系，而

是通过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生态化过程；翻译的本质正是在这种生态化过程中形成了和谐共生性，由

此使翻译过程越来越呈现出生态范式特征与生态化特征。

5. 结语

21世纪初以来，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历经了风风雨雨，不断在解惑释疑中砥砺前行，“但作为原创理

论，生态翻译学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的积极探索(蓝红军2018)。伴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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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发展，在全球学术生态化思潮的推动下，生态翻译学的内涵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其凸显的生态范式也将获得

新的生命活力。通过分析与考察，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

平衡”三大核心理念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生态范式属性。基于这三大核心理念，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深层

内涵表现为“生”，它聚焦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复杂的翻译现象与

翻译过程，也有助于我们挖掘翻译的诞生、生成、生长与再生。由此，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拥有其自身的显著

特征：一是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代表了以“生”取向的认知方式；二是有机的和谐式共生体，是建构文本生命、

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间和谐共生关系，汇聚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域；三是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体现了

生态翻译学以共生为本体论基础，深化和完善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研究，并为翻译的复杂性研究提

供了生态思维范式。正是由此，立足于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翻译并非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本”论域，文本

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彼此交织，我们将翻译理解为一种以“生”取向的诞生、生成、生长与再生的生态化

过程，所显现出的是由译者、译本、译境共同“绘制”的一幅完整兼容的生态图景。

注释：

①其中的“转生”(trans-live)，意将原作的生命“移植”(transplant)到译作中去，“转”(trans-)一字有动感，可指生态翻译行为；“再

生”(re-live)，指生命“复活”的状态，可视为生态翻译的效果。由此，“转生”与“再生”就构成了生态翻译的“生生”连续体。而“生生

与共”既符合“共生”的生态学基本原则，更能体现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涵义为“不能把原作生命和译作生命截然分开、二者应

具辩证统一的共生关系”，这也是生态翻译学的宗旨所在。综观之，“转生再生、生生与共”概括了生态翻译学的翻译行为和翻译效

果，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宗旨和理念。若使用英文表述生态翻译学以“生”取向(life-oriented)的上述标志性特征，笔者姑且将生态

翻译学的“转生再生、生生与共”英译为：The ecological disposition to let the text trans-live and re-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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